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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引入“传媒”的日常生活分析方法
——以中国的民间活动与传媒的关系为例

田村 和彦
TAMURA Kazuhiko

翻译 : 宗 晓莲

1　日本民俗学研究传媒的困难之一 ：对记录传媒的偏重

要论说以传媒为主题的日本民俗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原因可以归纳为民俗学作为重

视“传承”的学问的同时，其研究视野也有着限定于传统传媒的倾向。

本发表首先对日本民俗学有关传媒研究的现状进行简要概括，在其基础上，就将传媒引入各自

研究的视野问题，尝试以中国的“广场舞”为案例进行阐述。由于传媒研究并非笔者的专长，相关先

行研究的概括也超过了笔者的能力范围，因此本文的概述仅作为一次尝试。

作为媒体的传媒，一般来说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探讨。一种是作为记录媒体的传媒，书籍、影

像资料等可以归纳为这一类。如果以日本民俗学会的杂志为线索考察日本民俗学的相关研究，可以

看到“影像记录”、“记录影像”等不时地被讨论。以近年来说，比如2010年264号的小特集《民俗学

与影像记录》、2012年第864回民俗学座谈会上远藤协先生播放、汇报的《影像民俗学的新展开》等，

都属于此类。在重视口承方式的同时，对作为传媒的一部分的文件档案、日记、地方志等以文字和

绘画为媒介的记录倾注了很大力量的民俗学来说，将影像资料作为记录民俗仪式的手段，加入到民

俗学的传媒研究中，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一意义上，在民俗学的传媒

研究中，以这一作为纪录媒体的传媒为中心积累了一些先行研究。

很有意思的是，民俗学的相邻学科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最初被引进的也是作为记录媒

体的传媒。在日本，早在1974年杉田繁治就提出了“电脑民族学”，并成立了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第

5研究部（通文化研究）的一个部门。据考证，其背景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设立时，第一任馆长梅棹

忠夫曾经提出利用电子计算机将博物馆所收藏的所有资料进行记录、整理，使之成为可以进行检索

的资料，以应用于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资料分析及数据库化的构想（奥野：2009）。在电脑尚未普及的

当时，将需要特殊技术的电脑扩展到以其为工具进行利用的人们的研究中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原

本杉田提出的“电脑民俗学”并非是为了简单的检索资料而进行的资料叠加，而是为了“人们具有但

被忽视的潜在知识、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所掌握的信息，如何才能引导出来呢，那就是利用电脑的

相关技术实现它”。我们应该注意到杉田的这一高瞻远瞩的构想。此后，作为电脑民族学的对象，

杉田列举了以下四点：

　⑴民族学研究中的数据库的作成　　　　　　　　　　　　　　　　　　（杉田：1994缩印版）

　⑵信息的加工

　⑶依据模型、模拟的研究

　⑷作为物质文化的对象的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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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尝试论及的，是既作为操作对象，也促使操作者发生变化的“物”的技术，也就是广义上

的上述第四项目的内容。这也是上文所说的有关传媒研究的第二方面的方向性。不过在具体分析这

一方向性之前，还想述及一点近年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动态。2009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编纂的

新《文化人类学事典》中，在论及传媒时，设立的项目是“手机和网络”（木村:2009）。具体列举了手

机、电子邮件、电子公告板、网页等内容。其背景是，以人类学的眼光，也就是田野工作中，论及

知识的回路或日常世界的构成这样浸透到日常生活的传媒问题，必然面对的是手机及网络。也就是

说，在这些传媒尚处于仅有一部分人能够使用、属于特殊技术阶段时，作为专家的记录媒体引起人

们的关注；在技术革新急速发展，普通大众也开始使用，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也经常耳闻目睹之后，

传媒开始作为分析对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做田野工作这样全方位观察、研究人们生活的研究工

作时，往往出现超出事先仔细构想的研究计划的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进入研究视野，改变研究初衷

的情况 1。事实上，在文化人类学中，对通过网络、传媒而形成的社区的关心早在2000年后就已经

出现（比如Wilson and Person:2003），再以本发表所关注的手机为例，只是在日本出版的日文书籍

中，也有着诸如论及了近年来作为交流媒体的手机进入非洲各地人们的生活的《传媒的田野工作——

非洲和手机的未来》（羽渕等、2012）、考察了手机这一工具进入日常生活后引发的变化的《手机的

文化人类学》（金暻和:2016）等，在文化人类学中，传媒已经是重要的考察分析对象。这一倾向与

日本民俗学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一人类学研究的发展背景中，也有着在不同的田野工作地点，

对收音机、录音机等技术与人们的关系的关心这一人类学的研究积累有关（関本:1986、宫武:1995、
2000）。

问题是民俗学为何没有对传媒进行积极的考察研究。这应该与日本民俗学讨论交际传媒

（communication media）的困难性有直接关系。在笔者看来，还可以将民俗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作

为假定理由之一。也就是说，日本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讲堂，也就是说作为一门独立学问

再设置时，引以为对照的学问领域是历史学（林：2011）。与当时的历史学（除了考古学以外）是以文

字资料为中心的学问相对，强调研究对象是不依赖文字的传承，其结果是，在研究对象水平上形成

差异的同时，带来了过于重视过去、重视记录的倾向，在积累了从世界来看也是非常丰厚的记录的

同时，对作为构成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的传媒的关心并没有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点。这可以说是日

本民俗学研究交际传媒的第一方面的困难。

 

2　日本民俗学研究传媒的困难之二 ：
　  “超越世代的传承”、“ 民具”等概念问题

民俗学研究中，论及传媒时的第二个方向是上文杉田的分类中第四项中提及的将传媒自身作为

研究对象。如果说广义的传媒包含了所有可以攘括的内容，这一研究方向将Tradition理解为传承，

与占据研究中心的旧来民俗学研究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探讨揭示基于新技术的传媒的研究并不多。

虽然日本民俗学会志《日本民俗学》有过作为记录的民俗映像特集，以传媒为研究对象的特集还没出

现，总体上是比较低调的。柳田早在《明治大正史相篇》的序文中，就指出过以新闻记事为研究对象

的尝试和以此为对象揭示现实社会事相的困难性 2，然而可以说民俗学一直没有将大众媒体列为自

己的研究对象。论及其理由，应该不是传媒所报道的现象与日常生活的距离问题，而是民俗学将自

己定义为“以全国各地超越世代传承下来的习俗、惯例、传说等民俗事象为资料进行研究的学问”（福

田：1983，下划线是笔者所加）。从这一“超越世代”的认识来看，不管是大众性的（mass），还是个

人性的（personal），传媒所传达的内容是一次性的现象，或者被理解为“流行”，被列为民俗学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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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围之外。其结果是，媒体所叙说的理解现象的框架，构架了我们所了解的“生活世界”、定位了

社会现象，而媒体的叙说又受到“生活世界”的极大影响，而这样复杂的相互关系在民俗学中却没有

得到充分的关注。

在民俗学中，首先关注传媒这样的新科学技术的是研究口承文艺、闲话杂谈的学者。这方面的

研究早期的包括70年代对“咧嘴女”、80年代对“人面犬”等的研究，与一直以来的口承故事一起，分

析通过大众媒体扩散的都市传说（Urban Legend）的传播等，近年来还出现了对网络上创造、共有

的对象作为电承（Net-Lore）进行分析的方向 （伊藤:2008、2016） 3。然而，虽然这些研究也注意到

这一复数对复数的、处于大众媒体与个人媒体的中间带的机能，到目前为止，这类研究还仅限于网

络空间中以都市传说为中心的各种故事。其结果是，本文所关注的，人们如何在自己的社会语境下

使用作为“物”的媒体，如何对该媒体的使用方法进行扩大、活用、乃至创造，与其同时，原本的生

活世界也由于对媒体的使用而发生变化，这样的关系性并没引起充分的关注和分析。

不管怎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因特网诞生（1989年3月12日）超过1万天的今天，森栗曾经

指出的“直接面对信息社会的是口承文艺研究”（森栗:2001）的倾向依然持续着 4。
这一作为研究对象的传媒的下位分类中，还可以列举大众媒体和个人媒体等。

有关以不显见的各种价值观对各种内容进行排列，形成故事、并传达的报纸上的新闻（大众传

媒），岩本教授的发表有详细论及，笔者这里以作为个人媒体的代表，手机为例探讨中日的一些事

例。手机和大众媒体，都有着超越空间的特征，两者最大的差别是手机是双方向的媒体。与大众传

媒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传播信息相比，电话从其登场时起就具有了双方同时交流的双向性，而今天得

到很大普及的智能手机，不仅可以进行直接的音声通话，正如2011年诞生的短信软件微信（WeChat，
在日本被广为使用的则是LINE 5），已经包括了可以使用文字、照片、动画、群聊等功能。SNS的
形式还具备了社区功能。

毋庸赘言，手机属于电话类，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说明电话这一传媒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

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之事。在传媒研究领域，报纸、电视作为大众媒体的中心，很早就成为社会学

的研究对象，而电话，正如吉见等人所引用80年代G.Fieldding和P.Hartley指出的那样，“处于有

关大众交流的社会学研究和有关对面交流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间部，作为研究对象被制度性地遗

忘”，“被忽视的传媒” （吉見等:1992）。然而80年代后，日本的社会学界重新确认了电话研究的重

要性。虽然与其他的传媒研究相比，是起步比较晚了，同时作为传媒的电话研究是以社会学为先驱的，

因此相关研究也以从社会侧面出发描述新技术与社会相遇、相互影响变化的过程研究为主。然而这

些研究动向并没有对日本民俗学产生影响。其理由正如上文所述，民俗学一直没能将作为代表新科

学技术的电话、手机作为研究对象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民俗学以微观的、本质的调查为基本也

是原因之一。电话所具有的超越空间的特征，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分散化，这使得在田野工作中很难

把握整体像。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正如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显示的，通过在“对象化”方面下功夫就

可以缓解。既然民俗学提出探求生活的方法，标榜是“现在学”的学问，本文认为有必要将这一媒体

列入研究对象。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线索的，是学会杂志上几乎是唯一的探讨了手机的论文，这就是林英一的《作

为生活道具的手机》（林：2001）。林的问题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民俗学以“物”为对象的研究中，有

“民具研究”，是“研究在过去的生活场景中使用过的道具，过去的＝传统的，可以找出其存在的意义”

为问题点，因此林的文章中，通过使用“生活道具” 而不是“民具” 一词，将手机这一“通过‘物’看到

的人们的模样”作为问题点（林：2001:86）。从教育现场发现新普及的传媒这一意义来说，与J.Dorst
提起的问题有着相同动机作为背景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然而，在2001年发表的这一文章之后，虽

然手机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却没有成为民俗学研究的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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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可能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理由之一，在于上文所述的过于聚焦于记述媒体。在这里，笔

者尝试着假设另一理由，并将其看作日本民俗学考察传媒的第二点困难。

这里所说的困难，来自于学术组织的细分化。对以手机为代表的交际传媒从民俗学角度进行的

研究，从收授信息的意义上来说，可以从口承文艺的侧面进行研究；如果从手机、智能手机之类的

“物”的角度着眼，可以从物质文化的侧面进行分析。然而，过去日本民俗学涵盖的对这些内容的关心，

随着学科的细分化，口承文艺归属于“日本口承文艺学会” （Society for Folk-Narrative Research 
of Japan:1977年成立），有关“物”的研究（虽然“民具” 研究是否也可以将作为“生活道具”的手机

也包括在内，正如上文中林所指出的，现在还不明确），归属于“日本民具学会” （The society for 
MINGU of Japna:1975年成立）。当然这些学会的会员也存在多重所属的情况，然而这样的细分所

带来的缓和的“分担”，一定程度上妨害了以交际传媒为主题的研究。

3　日本民俗学研究传媒的重要性

正如上文所述，对日本民俗学来说，要考察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交际传媒，决不是容易

的事。然而，有必要将它们列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内。在这里简单地列举两个理由来说明。第一，

民俗学关心诸如“生活世界就是这样”之类的很多人所持有的世界观，以及人们为了生存而必须学习

并具备的规范、正统性以及善恶等价值观，这些世界观、价值观等是如何传达（或没被传达）、内化

（或者没被内化），对民俗学来说，是关系到民俗学的根基的问题。在现代社会，这类急速发展的交

际传媒是这些问题的一个关节点。

第二，新技术或新“物”在人们的想象力中被把握利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理所当然

的存在，民俗学对这一变化、受容的过程有着很强的关心。即使不是完全的新东西，也会具有了新

意涵、新作用，在意涵、作用水平上发生变化应该是民俗学的一个前提。如果是这样，作为交际传

媒的手机的普及发展，对民俗学来说应该是很有讨论价值的对象。

此时应该注意过去人类学民族志记述中曾经出现过的倾向，那就是作为“民族志的现在”，具备

了完全的有机的关系性的对象社会，随着有着新技术背景的“物”的登场而发生变化，由此就丧失了

意涵世界的体系性，如此这般的充满丧失感的记述。这类记述的特征是，对过去的完全性进行细致

的描述，后半部则对简单地就可以触及的变化进行解说。将现代技术定位到民族志研究中、推进了

人类学的技术研究的宫武在这方面曾有过出色的分析。他引用了清水的很有启发意义的公式（宫武：

1995、2000）。根据清水的分析，初期人类学和西欧近代社会的思考中存在着先验性的方程式，将

其归纳为“原有的社会和文化、其衰退”＋“外部影响”＝“调查地的社会和文化，其现状”，过去的人

类学者通过从现状中剔除“外部影响”，构想了“传统社会”（清水：1992）。对民俗学来说，其诞生

和发展的契机之一，就根基于某种浪漫主义，因此应该更明确地认识这一指摘。

讨论手机这一传媒的方法，应该存在着从手机的普及对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正攻法，

和从在哪里都可以见到的普通的日常事例出发，探讨人们如何与这一传媒产生关联的研究方法。传

媒研究并非笔者的专门，要归纳总结前者的正攻法存在一定困难，因此，笔者在这里降低难度，从

对于从事田野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的后者的方法出发，列举事例进行探讨。

本发表将探讨手机的再配置，也就是说，作为新技术的手机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在人们的使用、

期待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顺着某一方向发展。改变与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对抗的态度，不是将手

机作为对象，而是通过手机理解我们在田野中见到的现象，由此可以开拓研究方向。这样做有着将

已经成为极常见的手机现象加入研究者们各自的田野调查，或者说加进研究者们的视野内，民俗学



照片1  在空地上跳“广场舞”的人们
（2015，北京，笔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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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可能加入到传媒讨论中。

4　通过近年的传媒思考中国的“广场舞”事例
　　——试论受到科学技术支撑的当今日常生活

基于上文所述的各种背景，本发表将聚焦于一眼看来与传媒毫无关系的广场舞和媒体，特别是

手机6。选择这一在中国各地都可以广泛目睹、极为“日常”的，与过去没有表面连续性的对象，可

以确认即使是可能被认为是简单地动动身体就可以做的广场舞现象也是以各种水平上的传媒这一现

代科学技术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同时应该也可以窥见，支撑手机的技术并不是在技术自身所预测

的范围内影响改变着社会，而是在人们自己的各种窍门、应用中被赋予语境、找到意义。在这一意

义上，上文所引用的清水所说的，与其说如果排除“外部影响”就不能理解的对象，不如说更应该聚

焦于与该物的交流方式。

本文所探讨的广场舞，狭义的看法认为起源于2008年佳木斯市体育局在秧歌舞的基础上，吸收

体育、舞蹈以及健美操等多种运动要素，作为有益于健康的有氧运动而体系化的一套舞蹈体操。一

般的看法是在融合了原有的人们在公园等场所跳的各种舞蹈的基础上，在中国大陆得到爆发性的普

及的舞蹈（维基百科：广场舞） 7。在推进国民健康意义上来说，广场舞是之前的集体运动广播体操、

以及如今在公园、街角到处可以看到的的“健身器材”所依据的1995年开始的《全面健身计划》国策的

延长线上的一部分，然而广场舞也因其爆发性的普及和人们的广泛的自觉参与而被广为所知 8。虽

然有着促进健康的正面力量，同时也引发了诸如没有正式向政府登记、难以控制的团体激增以及噪

音问题等新社会问题。其结果是一方面在2015年的CCTV的春节晚会上演播了“最炫小苹果”的广场

集体舞（组合了2009年的流行歌曲《最炫民族风》和2014年的流行歌曲《小苹果》的乐曲，由北京群众

艺术馆的人员身穿强调了广场舞特点的运动服进行了伴舞），另一方面，2015年9月文化部、体育总

局、民政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共同发布了《关于引导广场舞健康展开的通知》，由各地方政府对舞蹈

的时间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不断走向管理化和规范化。

这一在当今中国各地都可以看到的、日常化了的广场舞，以自愿、对外开放性、按照一定的节

奏活动身体为特点，很多关心都聚集在人们的身体动作，可能很难马上联想到与传媒的关系（照片1）。
然而，这样的集体的做统一动作的行为，其实与传媒有着很深的联系。

说起与广场舞同样的、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集体运动，在中国首当其冲的可以列举广播体操。

中国的广播体操于1951年11月公布，是为了提高全国人民的体质的集体体操。最早时，曾被称为“辣

椒操”，这是中国广播体操的原型的日本

广播体操（1928年～）的音译。配合广播体

操的公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

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共同发布了《关于

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联合通知》，次日《人

民日报》刊载了题为《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

的文章，12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放送。从这

时起，中国全国一起做体操的样式得以确

立。

当时，虽然做体操的主要是中小学学



照片2  依靠传媒统一了的“广播体操”
（资料来源：中华遗产网 http://www.dili360.com/ch/article/p5350c3da25031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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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及工厂的劳动者，然而伴随音乐做体操的样式曾流行一时（照片2）。这一体操随着时代的变化

而被不断更新换代，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过中断，但不久就又得以恢复（这一第五套广播体操

（1971年）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的播音开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这一时期，由于动作优美、规范而上了新闻的孩子之一，就

是后来成为著名武术明星的李连杰）。

如此这般的全国上下一齐做集体体操现象的出现必然离不开支撑它的技术“广播”这一传媒的出

现。

改革开放以后，为舞动身体而伴奏的音乐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这些活动的个人化发展，而

可以携带的磁带式录音机的登场又与迪斯科、健美操的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延长线上，现在

在各地的公园、道路两侧，各种自发的、未登录的团体不断出现，以广场舞的形式，每天清晨和傍

晚不断重复推广着各种集体舞蹈。有关这一活动，学者们从体育与健康、广场舞与过去的集体舞的

关系、以及噪音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然而从民俗学的视角来看，其中产生的人际关系与传媒技

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下面笔者将从多个侧面来分析支撑广场舞的传媒。

首先，广场舞需要有为其伴奏的音乐。这些音乐大多是从90年代到今天的各种流行歌中选出的。

而这些音乐的放送，则是以上文也提及的个人化的音响设备和保存媒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

支撑广场舞的主要技术，现在是保存从电脑下载的MP3音乐文件的可移动媒介（很早就开始活动的

团体则经历了从磁带式录音带到CD的变迁），和可以移动的立体声喇叭装置（很早就开始活动的团

体则经历了从磁带式录音机到CD播放器等的变迁）。现在，移动式立体声播放器成为广场舞的标准

装备在网络店铺（京东网）和街头的电器商店出售（照片3），这可能是在中国之外的地方看不到的现

象。也就是说，这可以看作针对普遍的技术（立体声装备），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修整、改装，以重

新适应语境的一个事例。

接着是广场舞的一个大问题，虽然不象广播体操那样，全国在同一时间、做划一的动作，然而

可以说广场舞的动作非常相似。各广场舞团体就选择的特定乐曲跳动作划一的舞蹈，可以通过实际



照片3  
网络商店和家电商场售卖的广场舞用的移
动式立体音响装备
(上  京东网：2016年8月28日)

(下  家电商场所推荐的广场舞用的音响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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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在某一场所的具体成员的学习过程来理解。团体前方是领舞者（被称为领舞、领头、老师、大妈等，

是团体的中心人物），中间是经常参加者模仿领舞者，周边则是刚参加的新手或临时参加者也模仿

领舞者或熟练者，可以说是某种LPP状况。

然而，为什么全国的广场舞在编舞和选曲上非常类似？对于这一问题，只是注目广场舞的现场

并进行观察可能找不到答案。另外，对于新的曲目，广场舞的成员们能跟上、学会跳吗，只是探求

特定地域的各种传承关系可能也找不到答案。

如果先说结论，那就是具体的选曲、编舞的决定和普及过程中，传媒，特别是智能手机发挥了

极大作用，这也是传播和受容，以及身体化的问题。

首先来看看舞蹈的创作。有关舞蹈的编舞，既存在各团体独立创作的情况，也有并非如此的情

况。广场舞的舞者们经常参照上载了很多广场舞画面的各种网络。如土豆网（2005年正式公开，以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为口号）、优酷网（2006年公开，以“三网合一”，也就是覆盖因特网、电视

和手机三个末端为目标。2013年与土豆网合并）等动画网站上，既有专家级老师上传的“课堂”教学，

也有普通人上传的各有特色的舞蹈。因为是动画网站，功能上与Youtube接近，人们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乐曲、舞蹈动作，编入本团体的广场舞中 9。在这一意义上，有关舞蹈的动作，是对网络公

开的其他舞蹈团体的模仿，可以说是以媒体为媒介的传播（照片4）。另外，由于这种模仿是一种扩

散性的复制，民俗学经常探讨的原型与变异之间的关系性不再那么清晰之点也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从她们如何组合新的舞蹈动作这一接纳方来分析，这里又有着创作的特点。无



照片5  为了上传动画而拍摄录像的广场舞团体
 (2016，南京， 笔者摄)

照片4  向笔者展示自己的团队所模仿的舞　　
　蹈团体的动画的广场舞舞者

（笔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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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团体上传了自身的舞蹈，要从中挑选“适合自己的

团体”、“想跳跳看”、“动作美”、“与乐曲的氛围合适”等，

与她们对自己团体的认识（实际上，如果选择了不合适

的舞蹈，参加者们可能不来跳了，多次出现这样的情

况，就成了成员流动到其他广场舞团体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对舞蹈的选择，是基于各团体的审美观（价值

观）。实际上，某“大妈”比较了过去的集体舞和自己团

体的舞蹈动作后，“‘忠字舞’的动作是直线性的，与现

在的时代不合适”，“民族舞的眼神与手指动作很和谐，

很美，所以加入了”等详细向笔者说明，当笔者对一些

具体动作表现出不太理解时，她从包里掏出智能手机，

马上给我看了动画。培养这样的价值观的是，不管在时间、空间上有着多远的距离也可以简单地提

供几乎与现场表演同样的动画、声音的网络媒体的存在。虽然教授广场舞的DVD也有售卖，然而在

笔者的调查范围内，不包括那些跳专门性很高的恰恰舞、探戈，或国内的各种民族舞，参加舞蹈教

室的热情的舞蹈爱好家，对于那些早晚跳狭义的广场舞的人们来说，可以通过手机看的网络动画对

他们有着更大的影响。

接着，想探讨一下在同一团体内如何统一舞蹈动作这一问题。能够以统一的动作跳舞的一个很

大的理由是在同一场所反复练习。很多广场舞团体都在每天早晨和晚上跳两个小时的舞蹈。这样的

反复行为，可以让身体熟记特定的动作。然而，并非所有的新编的舞蹈，都是长时间一起练习的结

果。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新的编舞在成员间共有的过程。很多广场舞团体都是由管理关系不太强

的会员构成，会员们每月上缴很少的会费以填充立体声播音器的电费等。会员登录大多是通过智能

手机的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笔者的调查对象很多利用的是“微信站”，利用这一会员登录制

的社区机能，从下雨天广场舞的停止、遗忘品有无等联络事项，到最近的热门话题等都可以也发信。

也就是说，使用SNS的功能，登录某广场舞团体的会员，就成为“舞友”、形成选择性的“连接”。这

一点是在现场观察到的，谁都可以参加、开放性的广场舞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说，有着对SNS外
部闭锁的集团性。这一给新的团体提供宛如大家都可以面对面状况的SNS功能，对近20年来流动性

迅速增强的当代中国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广场舞来说，她们利用这一崭新的封闭的回路，向本团体的会员配送新乐曲及舞蹈，这样成

员们就可以进行事先的练习，广场舞时间外的练习也有了可能。其结果是即使是新舞蹈，也可以达

到某种程度上的动作一致性。在这一意义上，SNS功能的这种活用，又成为促成在广场等地方观察

到的团体景观的背景装置。

这样的提高了舞蹈熟练度的团体中，

就会出现将自己的舞蹈上传到网络的团体

（照片5）。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团体都是人

数较少，有统一的着装，团体意识也比较高。

这些人通常利用可以上传个人信息、进行

自我表演的动画网站或微博。利用这一服

务，上传本团体的动画的人们中，有些人

将跳广场舞和在网上公开动画看作缓解家

庭中婆媳、母子矛盾，消解看护长辈的疲劳，

并找回自我的一个契机。如果上传的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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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到众多阅览者，收到很多按“好”键，得到点赞，就可以得到很大的自我肯定。这一公开舞蹈画

面的行为，可以看作理解人们如何在难以逃避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有意识的区分“日常”和“非日

常”，以及有关追求生活美学思考的一个契机。这些上传到网上的动画，正如前文所述，又作为各地、

各个广场舞团体进行选曲和编舞时的一个参考，被资源化，并被循环。

当然，具有这里所列举的表现广场舞舞蹈动作的动画的传媒，并不仅限于智能手机。用电脑看

DVD，或通过电脑上网看动画都是可能的，这样的行为也可以看到。然而，对广场舞来说，智能手

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广场舞是在户外，而且是临时占用一定空间跳的集体舞。可携带，近年来得

到急速发展、超越一对一的通话关系的束缚，具备了相机、电子地图功能，可以叫出租车，甚至可

以直接缴费买单等等，智能手机成为可以满足多种需要的万能武器。因此，正如其名称的“多媒体”

的智能手机在广场舞者中得到广泛使用。

至此为止，笔者论述了即使是以非常基本的条件就可以做的中国广场舞，也得到了现代技术的

支撑，成为可以观察的实践。笔者也试图通过这一事例说明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与现代技术不

可分开的现状。可以说，这种程度的对技术的依赖，不管在什么样的田野、不管是以什么为对象的

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对于这一就在眼前的状况，应该具有不因为民俗学没有将

其列为研究对象，就将其排除出自己的考察研究的框架之外的视野。

5　小结

本发表简单地回顾了日本民俗学有关传媒的研究，指出其偏重于传媒中的一种，记录保存资料，

而以现代传媒为对象的研究很少的现状，并提出了两个假定理由，①民俗学的学术化过程中，与历

史学对照对自学科进行的规定。②如果以作为交际传媒的手机为例，则存在着将此列入口承文艺、

民具为中心的学会分化问题。

在其基础上论及了民俗学有必要将交际传媒列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因为它们已经渗透到人们生

活中（普及），日常化，同时由于人们以各种形式、在各自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交际传媒，因而它们形成、

促进了今日的日常生活（形成新语境），指出以现代学自居的民俗学，有必要考察交际传媒如何改变

人们的生活，以及以这一现代技术为支撑的“物”如何在生活中被再配置的问题。

作为一个事例，列举了在中国各地广场上进行的团体舞蹈，这一似乎与现代科学技术或媒体相

当遥远的事例。在支撑这一现象的技术方面则以智能手机为中心详细分析了现代媒体在广场舞活动

中的作用。在那里可以看到诸如价值的传达与共有，信息的传播、复制和身体化，热情与仰慕，社

会的流动性增强与选择性的社区的形成，以及在日常中对“非日常”的创造与生活的美学等等，对民

俗学来说非常重要问题的要素。

如此这般，民俗学有必要研究广场舞，不是因为它是融合了秧歌舞等民间舞蹈的现代版，而是

因为从民俗学视点探讨这一极为流行、在各地都可以看到的现象，可以更好地解说我们的现代生活。

如果民俗学以这种现代传媒为主题，从正面论述手机、网络引发的社会变化可能是最有效果的。

然而，同时，学者们在各自的田野工作、研究主题中论及传媒，从而形成积极考察传媒的局面也是

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应有的视线是不将新传媒看作阻碍旧有状况的“外来因素”排除出去，而是要

考察这一新东西如何与人们发生关系、产生联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观察现代社会，并更好

地展开改善“公民的病和穷”（柳田：1931（1993））的议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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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从2000开始在陕西中部农村做田野工作时，做过

有关生活用具的调查。十五年来，一直持续了对该村

的调查，其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之一，可以说就是

物质生活的变化。

 就本文关心的手机而言，在笔者开始田野调查之初，

村里的广告板上写着“装了电话，就可以知道今天苹果

市场的价格”样的宣传广告。虽然固定电话也走进了人

们的家庭，然而由于初装费很高，很多人家都是使用

小卖部的公用电话。装了固定电话的家庭，只有包括

村书记（1991年安装）的17户人家（主要是有孩子在城

里，或是为了做生意，联系方便）。在笔者居住的村民

小组中，拥有手机的则只有村书记（1999年购入的摩

托罗拉）、当时是包工头的男性（1999年购入的诺基亚）

和我（1999年购入的西门子）三人，从制造商的角度来

看，手机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手

机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借用手机的现象也多次出现

过，也就是说，手机并不完全是与个人连接的。同时，

这样的使用方法与之前曾得到广泛使用的BP机的使用

方法有着连续性。

 从笔者开始调查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5年，现在该村

中停止固定电话、家人各自使用手机的家庭也并不少

见。另外，作为日常生活工具的手机，特别是对老人

来说，很多并不是自己购入的，子女们在自己更换手

机时转让给父母的情况很多。

 另外，该村也在2011年开始模仿城市跳广场舞了。

2 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困难是理所当然的日常现象存

在着难以记事化的问题，（记什么？ What），与在什

么样的框架内记事(怎么记？ How)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3 在这里想特别介绍在不同背景下提出“电承”这一词语

的民俗学者。福间（2004）论及了在人们的口口相传的

故事和报纸记事的基础上，在媒体上放送的祭祀、仪

式被地理位置距离很远的人们接纳理解的过程，从电

视、人们间的实际交流、身体化、正统性以及人们的

羡慕等角度进行了论述，并称其为“电承”。这是一直

倾向于从口承文艺角度研究传媒的民俗学的一个突破

点。

4 不过，从口承文艺角度进行的研究一直是主流的同时，

也可以看到从传播与受容、复制、再生产的角度进行

的有启发意义的传媒研究（如，法桥：2000）。
5 在中国，在日本为大众熟知、来自海外的，同时在本

文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一些网络服务，如Facebook和
Twitter在2007年后被切断，Youtube在2009年后被切

断，LINE也在2014年后被切断，无法使用。作为替代，

存在着拥有这些功能的中国自己的服务系统。

6 有关广场舞的民俗学分析，已经有周的优秀论文（周：

2014）。周文偏重于广场舞与过去的集体舞的连续性/
非连续性问题，从与社会变化的关系角度进行了详细

分析，有关广场舞全面像问题请参照周文。

7 从舞蹈的形式来看的狭义的广场舞，正如本文中提及

的，是政府主导的、近年才开始的动作简单的舞蹈，

然而在空地或广场上活动的舞蹈团体，则涵盖了从接

近广播体操的简单运动，到恰恰舞、伦巴舞及吉特巴

舞(Jitterbug)等需要很高技巧的拉丁系交际舞，以及

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舞蹈，融合了多种舞蹈

形式的广场舞也有很多。本文中论及的广场舞是指在

公园等地方自发形成的舞蹈团体，是广义的广场舞。 
8 实际上，广场舞参加者的动机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

在跳舞的间隙吐吐婆媳关系、职场关系的苦水，或是

交流信息，打发闲暇时间，对舞蹈的热情等等，存在

着多种因素。详细情况在另一篇论文中论述。这一由

选择性的“缘分”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一起流汗的过程

中成为“熟人”，在共同的体验中形成对等的友好关

系，互相帮助的互助关系，有时在看护上一世代和有

关个人健康的问题上也形成Self-Help Group或Group 
Counseling的关系。

 详细论述将在另外的文章中阐述，本文中只打算指出

原本预想将带来个人化的手机，在既有的社会倾向性

中发生变化，在以流动化、个人化为代表的再回归状

况中展开新的“人”的生存方式这一点。

9 有关广场舞，在王崧兴和末成道男等人提出的概念和

“差序格局”概念的基础上，探讨在这一场所扩展的人

际关系的内容在另一文章中论及。因此，本文中仅探

讨有关媒体的这部分内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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